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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当前我国乡村地区存在不同类型的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些活动展开的过程与机制受到各方研究者的极大

重视。 可以采用利益—精英—信任的分析框架,用来解释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得以展开的具体逻辑及影响活动

结果的中间因素。 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尤其是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村民群体性活动,之所以最终难以取得成功,
主要是在利益—精英—信任这一链条上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利益—精英—信任既可以作为分析各类村民群体

性活动的共同框架,也可以作为比较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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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利益是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基础,但仅仅有利益

呈现出来并不够,引发群体性活动往往还需要一个

关键事件和导火索;但不管是作为关键事件和导火

索的关键因素,还是作为关键事件和导火索的产

物,精英都是至关重要的主导力量。 对乡村社会来

说,村民群体性活动或者是精英倡导并努力的结

果,或者很快会产生相应的精英。 否则,纯粹“乌
合之众冶意义上的群体性活动虽然也有出现,但多

不能长久,更不太具备分析乡村日常政治与治理的

价值。 但是,就算有了乡村精英的存在,不管他们

的身份和来源如何,如果村民对他们不能给予足够

的信任和配合,有效的群体性活动也很难产生或展

开。 总的来说,在村民群体性活动中,利益是基础,
精英是主导,信任是关键。 当然,就精英与信任两

者的关系来看,具有良好信任基础的群体往往更容

易产生精英,而强有力的精英也可以创造更能互相

信任的群体,或者至少可以培育群体成员对精英行

为的普遍信任。 但从群体性活动内在的机制和层

面看,我们还是可以从利益、精英和信任三个方面

确立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分析框架。

一、“村民群体性活动冶的内涵

本文所论的“群体性活动冶,主要是与“集体行

动冶和“群体性事件冶两个概念相区分。 “群体性活

动冶强调在一定的社会空间里,多个成员能够聚集

并参与到一定的互动关系中。 这一概念具有相当

广泛的包容性,主要强调公共性。 群体性活动不仅

指一种活动过程,也指一种活动状态,去除了“群
体性事件冶这一在中国语境中往往等同于群众性

治安事件的敏感色彩,也避免了集体行动概念所突

出的一致性特征———群体性活动内部包含了一致

和不一致的各种倾向,也不必然指向克服“搭便

车冶的诉求和结论;相反,群体性活动更强调成员

之间沟通、互动、妥协、定约的过程。 由于群体性事

件在中国现有的治理体制中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合

法性困境,采用群体性活动这一指向性不那么明确

而且能够包容社会领域的各种聚集性交往这一概

念,可以在中立和平视的立场审视社会领域的公共

生活,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审视社会政治与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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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隐秘关联。
相应地,本文所说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冶这一

概念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主要指的是超出个

人和家庭范围而有较多村民共同集聚、参与和互动

的活动过程。 为便于研究,基于对村落社会事实的

分解,对村民群体性活动可以继续细化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归类。 在具体研究中,可以划分为:(1)选

举、村民(代表)大会、小组会议等正式活动;(2)上
访、维权;(3)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4)
各类经济合作组织或商业集体活动;(5)建宗祠、
修族谱等宗族活动;(6)婚丧嫁娶等社会交往活

动;(7)修庙或举办庙会、举行基督教的聚会等宗

教文化活动;(8)组织锣鼓队、舞龙队等文体活动。
而在数据分析和理论探讨中,又可进一步将这些活

动归纳为三大类:(1)文化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

活动,如婚丧嫁娶、宗族活动、宗教庙宇活动、组织

腰鼓队舞龙队等;(2)经济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

活动,如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类、经济合

作等;(3)政治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如村

组会议、上访等。
可以看出,村民群体性活动主要指称村民在面

向村落自身和少量的面向村落之外的公共活动,因
为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冶的原因,社会性和文

化性是其产生的起点也是伴随其始终的性质,离村

落越远的群体性活动越趋向于与国家权力尤其是

地方国家(主要是基层政府)产生关联。 当然,村
民群体性活动的规模远不及一般的社会运动或大

规模抗争那样大,因而通常具有小群体的性质。
进一步研究则表明,村民群体性活动是村民利

益形成与表达的一种机制,与一些明显含有违法犯

罪行为的“群体性事件冶相区别,也不同于一般意

义上西方的 “集体行动冶淤 和 “社会运动冶 的概

念。[1]本文之所以采用“村民群体性活动冶这一概

念,也有这方面的学理考虑,而并非仅仅是修辞学

的处理。 也就是说,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客观化、
中立性的描述性概念,更符合社会科学的概念界定

原则。 而采用“村民群体性活动冶这一概念,也更

容易突破社会学固有的概念局限而激发政治学的

想象力,特别是激发本土政治学的想象力。

二、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分析框架

1郾 利益是村民群体性活动产生的基础

摇 摇 在多年的乡村调查中,笔者非常强烈地感受

到,一方面各地村民对糟糕的公共问题(如治安

差、路况差、村干部腐败等)表示出无可奈何;另一

方面,也只有在真正涉及每一位村民的切身利益

时,他们才可能聚集起来去讨论和行动。 这就是当

前村民行为的总体性特征:一般情况下,他们表现

出与村落公共事务的疏远和淡漠,与上级政府和抽

象国家的无关联;另一方面,在相关事件爆发时,又
非常具有冲突性甚至是暴力性。

从理论和事实两个层面看,不管是严格意义上

的国家政治,还是社会领域的生活政治,如果我们

将群体性活动作为政治的载体,都可以发现,宽泛

意义上的政治活动不过是人们用来满足自己利益

要求的特定途径。 当然,对利益的界定也不能完全

局限于呈现出来的获得物,也要关注村落中基于比

较而形成的利益需要。 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村民

群体性活动时,不能忽视利益的基础性作用。 现有

的研究对这一点是比较容易得到共识的,分歧主要

在于对利益的界定和利益内部的主要分类。 也即,
要看到不同范围以及不同类型的利益在群体性活

动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相同。
在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产生及其结果的问题上,

利益显然是一个基础性的变量并贯穿于村民群体

性活动的始终。 但不同类型的利益在引发群体性

活动的紧张性方面是不同的,表现就是村民聚集的

迅捷性和活动过程中的紧密性。 同时,更为重要

的,利益虽然可以促成群体性活动,但并不必然地

带来群体成员期待的安排———这还需要其他的内

部和外部条件。
对于不同类型的利益所引致的行为结果的差

异,既有理论中已有不少洞见。 如奥尔森就发现,
较之(利益)排他性集团,(利益)相容性集团就有

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因为利益相容的集团容

易采取一致性行动。 “除非一个群体中人数相当

少,或者除非存在着强制或其他某种特别手段,促
使个人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否则理性的,寻求

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不会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或群体

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冶 [2] 在这里,奥尔森实际上强

调了利益是集体行动的基础。 但奥尔森的理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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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是关注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活动类型,这仅仅

是群体性活动中的一种。 不过对于冲突型(包括

分配性)利益所引发的群体性活动的机制,他的理

论并没有过多分析。
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利益相关性并不直接导致

集体行动,人们对共同利益的关切往往需要焦点事

件(focusing events)来激活。[3] 但如果我们从已经

发生的各类群体性活动展开分析,就可以发现,利
益是一个必要条件。 焦点事件只是一个诱因,将相

关的问题呈现出来。 虽然从现象上看,焦点事件是

激发相关活动产生的直接原因,但焦点事件发生之

前所具备的成员利益基础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并且,需要焦点事件来激活的集体行动也只是本文

所论群体性活动中的一种,往往是较大规模且具冲

突性的那种活动类型。
另有学者就根据引发因素和目标志向的不同,

对群体行动做了一个简单的四分法,归纳起来可以

看成两大类:一是共同利益取向的群体行动,二是

私人利益取向的群体行动(见表 1)。
表 1摇 群体行动的一个分类

共同利益 私人利益

共同利益
如大多数中国城市的业主维权、村
民集体上访等。

此类群体行动
发生的可能性
很小。

私人利益

私人利益往往只是一个导火索,行
动往往超越了私人利益本身。 村
民集体上访也可能是存在某个有
关私人利益的导火索,但后来的集
体上访则是为共同利益。

大多数医疗纠
纷群体行动属
于此类。

摇 摇 资料来源:余成普,“私人利益取向的群体行动何以可能冶,载

于《开放时代》(2007 年第 5 期)。

该学者进而认为怨恨的产生和对怨恨的解释、
其他途径的不可行或想象的不可行、有成功的先例

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采取群体行动,而强关

系的介入使得私人利益(微观)和群体行动(中观)
连接起来,群体行动成为可能,结构的(关系的、网
络的)视角或许是分析私人利益取向的群体行动

的一个有解释力的尝试。[4] 这种分析同样强调了

利益的基础性作用,对利益所作的共同利益与私人

利益这一分类颇具启发性,拓展了对群体性活动的

解释空间。 问题是,这种分类依然比较粗略,具体

到共同利益和私人利益内部,还有更为具体的类

别,而这其中的差别对群体性活动的影响可能不亚

于共同—私人利益之别对群体性活动的影响。
在当前我国的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情

况就是,只要涉及到土地调整、鱼塘林地承包这样

的事情,村民们的聚集和冲突都比较容易发生。 而

在涉及全村长远发展和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村民们

关注的热情通常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样高。 这就

提示我们,在考察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利益基础时,
更要进一步追问活动涉及的利益性质。 因此,有必

要以更为细致的维度来确定利益的性质,并进而探

究不同性质的利益与村民群体性活动产生和发展

之间的关联。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利

益是分配性利益,还是维持性利益(如何确保既得

利益不受损害)冶淤。 但笔者认为,除了分配性利益

和维持性利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村落中其他

的利益类型,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利益,正是我们探

讨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利益基础时所必须澄清的。
结合本人所作的相关调查,可以总结出不同类型的

利益所导致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其激烈程度和主导

性质也是不同的(见表 2)。
表 2摇 不同利益类型所引起的村民群体性活动

涉及成员的
利益类型

相应群体性活动的
激烈程度与主导性质

相关主体

利益全部受损———
受损型

激烈,冲突性的
官民之间,
村民之间

现有利益维持———
维持型

迟缓,冷漠性的
官民之间,
村民之间

现有利益分配———
分配型

激烈,冲突性的
官民之间,
村民之间

利益全部提高———
发展型

较热烈,非冲突性的
官民之间,
村民之间

摇 摇 需要说明的是,对村民来说利益普遍受损,在
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村民与乡村干部之间的利益

分配问题。 因此,受损型利益与分配型利益之间的

界限并不是很绝对。 但不管是受损型利益还是分

配性利益,它们较之于单纯的发展型利益和维持型

利益来说,都具有较明显的可比性。
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村民的关

注度和参与积极性来说,其体现就是聚集的迅捷性

和活动展开过程的热烈程度。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
围绕分配型利益和受损型利益结成的群体性活动

最为迅捷,活动的过程也最为热烈。 当然,这并不

是说只要存在分配型利益和受损型利益,村民就必

然聚集起来,我们还要考虑到村民不愿冒风险的因

素。 农民对分享的理性计算的确使农民的行动很

多时候难以达成。 但问题是,分配型利益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克服他们的搭便车倾向;而那些单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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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利益的事务,部分村民往往选择坐等他人努力带

来的成果。 同样可以看到的是,围绕单纯发展型利

益结成的群体性活动相比之下则要难得多,除非发

展型利益也混合了利益的分配,引发村民的公正

感。 在这个意义上讲,利益的性质是决定村民是否

采取群体性活动的更为基础性的变量。
当然,除了利益的具体性质之外,个体利益与

公共利益之间的关联方式可能也是决定群体性活

动的另一变量。 张静通过对上海社区的个案研究

发现,居民保护自己“个人冶财产的行为为什么可

以归并到“公共空间冶中呢? 这是因为,每一个居

民的“私利冶和大家共同的“公利冶之间存在一种合

理的联系,其关键之处便是“个人特有利益( per鄄
sonal interests)冶和“个人共有利益( individual inter鄄
ests)冶的不同。 后者是一个能够被人人共享的存

在,可以在不同的个体中扩散开来,可以发展出大

家认同的普遍性原则———公共同意的原则,即公共

性而非个人性,所以具备公共利益的基础。[5] 张静

认为,公共空间是可以被分享的自我利益关系的活

动空间。 公共空间能够“公共分享冶表明了其非个

人性(inpersonality),而“自我利益冶表明公共空间

的基础是和公共大众的自我利益相关的,公和私不

是对立的或者分离的,“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的

非个人关系秩序,是公共空间的社会基础冶 [5]。 张

静的分析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当前乡村社会产生了

村民的自我利益强化的倾向,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非个人关系秩序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因而构成村落

公共空间的缺乏,群体性活动因此有始无终。
如果我们将利益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村民,而

考虑到村民群体性活动发生的宏观框架即国家

(包括乡村政权,体现就是正式精英)和自生精英,
而把后两者同样看作利益主体,我们又会发现新的

问题。 只有当这三方的利益趋于一致时,村民群体

性活动才可能有比较好的结果,否则就发生冲突,
使群体性活动难以顺利展开达成预期目标。 举例

来说,对修路和通自来水来说,这三方的利益都具

有一致性,政府推动此事并给予资金投入,不仅可

以取得政绩,也可能以此为合法性取得上级政府的

拨款,自生精英领头做成此事是一件比较荣耀的

事,而普通村民对此类事情都有普遍需求。 这样的

事情,单就利益基础来说,放到一个大的空间来看,
更具备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出现问题,就只能出在

中间环节上。 这在后文的分析中将被继续谈到。
又以乡村民间庙会为例,对国家来说,既可以

活跃地方文化生活,也可以借此拉动经济,因此可

以与自生精英和普通参与的村民之间不存在利益

冲突,相反可以互相配合,借此渗透国家的权力。
但如果此类文化活动背后存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

利益冲突,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找到理由压制,从而

造成冲突。 而在村民自治、群体性上访等活动方

面,在国家、自生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更可能存在

利益上的冲突。 因此,相关的群体性活动就在先天

条件上缺少了成功的必备空间。 这里的分析强调

的就是,群体性活动所处的利益框架对其活动过程

尤其是其结果的影响。
综合来看,我们在分析村民群体性活动时,就

利益而言,需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其一,村民群体性

活动自身得以产生的利益性质,利益性质决定村民

的关注度、参与度和活动过程的紧张感;其二,要考

察村落中村民个体利益与村落共同利益之间的关

联方式,有强烈关联的利益基础,群体性活动更容

易产生并成功,反之亦反;其三,村民整体关注的利

益所处的外部利益框架,即国家(尤其是基层政

权)和自生精英的利益是否具备总体上的一致性,
如果具有一致性,则更具备成功的可能,如果依然

不能成功,则存在其他的原因。
2郾 精英是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主导力量

已有的乡村调查表明,农民在与政府的讨价还

价或对抗过程中,一般都会产生自己的代表或领

袖,至少会产生相应的积极分子。 而在农民自发结

成的各类群体性活动中,同样也会产生相应的关键

人物或核心人物。 这些关键人物既可以是体制内

的,也可以是体制外的;既可以是道德权威或文化

权威,也可以是经济权威或政治权威,或者是多种

权威的混合。 正是这些关键人物的动员、组织和推

动,才使得各类群体性活动得以成型,并不断向前

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普通村民虽然是“群众基

础冶,但形形色色的乡村精英才是各类村民群体性

活动的主导力量。
在相关调查中,笔者发现,在以文化性特征为

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如婚丧嫁娶、宗族活动、宗教庙

宇活动、组织腰鼓队舞龙队中,既有纯粹的文化精

英活跃期间,也有地方和基层的政治精英起到关键

作用,经济精英同样也会积极参与,这些精英之间

也会产生比较密集的互动,因而文化性特征为主导

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反而是最具包容性的活动类

型,不同类型的精英在其中发挥着相应的重要作

用。 而经济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如搭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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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类、经济合作等,乡村政治

精英、经济精英或文化精英(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威

望的长者)往往是其发起者和组织者,离开他们,
村民之间自发的合作并不多见,或者即使有也难以

持续。 至于那些政治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如

村组会议、上访等,它们能否展开以及展开的质量如

何,精英的引导和权威运用更是至为关键的方面。
总体上看,村民群体性活动中的精英问题,首

先体现在普通村民对各类精英的强依赖上,也即他

们希望有精英人物能充当相应的角色,发挥相应的

作用,而这一点与村民利益主体性上升悖论性地共

存。 正是因为村民对自我和自我利益的强化,普通

村民之间不能很好地协商、妥协地解决问题,因而

需要相对超越于普通村民的精英来带头,承担风险

和责任,处理纠纷和麻烦。 相关的统计结果也表

明,村落中精英的缺乏是群体性活动展开过少的最

主要原因淤。 大量的调查案例都表明,真正成型的

群体性活动都有各类精英的身影活跃其间,并且大

部分活动都是直接由相关精英来主导的,就活动的

成败来说,精英的因素至关重要。[6]

其次,就是各类精英发挥作用的过程和水平。
这主要看精英自身的素质和他们展开相应活动时

的表现。 如果各类精英能够及时捕捉村民的需要,
引发相应的群体性活动,并善于调动和组织资源,
使活动顺利地推行下去,一方面使普通村民之间保

有基本的合作或互动,另一方面能及时地化解活动

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那么群体性活动就能取

得比较理想的结果。 相反,虽然有的乡村也有精英

激发了相应的群体性活动,但要么因为其威望不足,
要么其领导能力不足以使村民达成合作并化解冲

突,精英往往成为活动失败或中途而废的主要因素。
再次,还应看到,村落精英功能发挥的状况取

决于一个重要因素,即自然精英与正式精英之间能

否实现一体化和非零和博弈式的积极互动。 在某

种意义上,这一点决定着村落精英能否承担衔接国

家与村落的功能。 在广西 D 村庙会的相关活动

中,自然精英实现了与正式精英的合作与互动,从
而将村落与国家巧妙地衔接了起来,庙会活动取得

了理想的成效;而在湖南某寺的庙宇冲突事件中,
自然精英与正式精英之间是一种冲突性的关系模

式,显然不能衔接村落与国家。 山东 G 村的案例

同样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说明,正因为现有的正

式精英不能与处在民间状态的自然精英实现有效

地整合,村落因此在分裂中走向消极治理,而相应

的村民自治制度反而加速了这样的分裂和冲突。
安徽 E 村的案例也基本相似,各村民小组的自然

精英不能相对均衡地进入村委会实现一体化,从而

使村委会的决策充满寡头统治意味而离村落治理

的公共性诉求相距甚远。[6] 这都说明,乡村社会中

不同类型精英之间的合作和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3郾 信任是村民群体性活动成败的关键

当然,上述精英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其能否实现

一体化,从社会基础来看,它最终的作用发挥还有

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普通村民对他们的信赖(也
即学术话语中的信任)。 在某些类型的村民群体

性活动中,因为文化网络本身的相对超越性,村民

容易对相关精英产生附带的信任,如在宗族或民间

信仰类活动上,村民对相关精英是容易信赖的。 而

在涉及到实际利益的群体性活动中,如经济性主导

和政治性主导的相关活动中,村民对精英的信任则

多了更多的理性色彩。 如果精英不能给村民带来

看得见的好处或者精英自身有较强的贪污嫌疑,村
民对他们的信任就会降低直至对他们采取敌视或

淡漠态度。 在诸多成功的群体性活动中,村民对自

然精英的信任和托付比较明显;而本应成功的公共

工程如通自来水案例,则因为村民对领导小组的不

信任而带来集体行动的困境。 村民之间因个人理

性化的上升,便增加了“搭便车冶甚至冲突的可能

性,只有取得普通村民信任的精英出面,才能排除

搭便车或化解冲突。 这一点与村民对精英的依赖

也是紧密相关的。
就信任来说,它直接关系到群体性活动的协调

状况,因而也在一个侧面决定其结果。 具体到村民

群体性活动上,信任问题需要分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村民的信任结构。 主要是村民对抽象

国家、基层政权不同的信任状况。 从相关的统计数

据看,村民对抽象国家还是比较肯定的,因此也倾

向于信任。 因为他们认为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不少

对农民有利的政策,而且越高层次的政府人员素质

越高,因而也可能越公正。[7] 但对基层政权他们则

表现出比较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觉得乡镇政权是

离自己比较遥远的,而自己主要还是得与村级政权

打交道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对于乡镇政

权与村级政权的“官官相护冶和普通的腐败、不公

正表示了不满。 在这样的格局下,村民“最终还是

5

第 2 期 刘伟:利益、精英和信任: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分析框架

淤 参见刘伟:《自生秩序、国家权力与村落转型———基于对
村民群体性活动的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图书馆,2008 年。 本文涉
及的具体调查案例,均来源于此。



得靠自己冶的认识会得到强化,而对基层政权的无

可奈何则使他们在一般情况下选择不行动,只有到

了关键时刻他们才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其次是村民能否信任自然产生的各类精英。

基于特定事件而自发涌现的自然精英,如果不能取

得普通村民稳定而持续的信任,群体性活动则更可

能走向失败。 前文关于精英的相关分析与此密切相

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村民一方面对精英有潜在

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又时时表现出警惕和小心,充满

着怀疑,致使本可以通力合作完成的事情不能成功。
最后一点,是村民之间的信任度。 普通村民的

信任则因为社会关联度的弱化而降低,他们选择依

赖的对象还是自己的亲戚。 而对于村民日益个体

化和原子化,群体性活动尤其是合作类活动日渐减

少这样的现象,不少村民将其归因于国家的制度安

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个体经营,自顾自,
减少了村民日常性的交流与合作,在一定意义上增

加了社会资本维持和生长的难度。 而个体利益的

上升将可能会增加合作的难度,也可能因此带来冲

突的增加。
进一步研究,我们会发现,与信任紧密相关的

主要是认同。 对于农民的认同,曾有学者提出“农
民行动单位冶的概念。 他认为,农民行动单位是农

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在家庭范围之外,维持公共

秩序和完成公共事务的合作单位。 在家庭范围之

外,是否存在这样的合作单位、合作单位的大小以

及合作单位内部联系纽带的强弱,在当前的中国农

村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极大地影响甚

至决定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冶 [8] 农民行动

单位这一概念解释了当下中国农村诸多具有差异

性的现象和农民行动逻辑。 而在我国的大部分乡

村地区,村民不同程度和性质的认同危机,必然带

来他们信任上的相应危机,从而使他们在行动单位

上较难找到超越于个体和亲缘的纽带,除非个别基

于分配性利益的冲突性事件。
另一方面,农民从传统的各种纽带中脱离出

来,又不能与现代市场规则和公共规则相衔接,有
时只能选择回归零星的传统。 这在某种意义上将

带来乡村治理的难度。 仅从精英和信任两方面来

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乡村依然在相当大的程

度上延续着传统亚文化的部分特征。淤 在这种文

化氛围下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很难突破其固有的局

限性:部分村民群体性活动只能实现聚集,却无法

解决活动持续和产出的问题。 而其中的关键原因,

就是系统性信任的缺乏。

三、总结与讨论

在宏观结构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析框架具

有难以替代的效用,而国家与村落之间的衔接状况

成为村民群体性活动成败的结构性因素。 但这种

结构性因素并不能解释村民群体性活动的所有面

向。 对村民群体性活动本身,还需要一个更为具体

的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必须满足如

下两个条件:其一,它包含了影响村民群体性活动

展开的核心变量;其二,它大致呈现了这些核心变

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样,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就

是利益—精英—信任。 这一分析框架应该具有对

乡村社会不同类型群体性活动的普遍适用性。 这

一方面是基于对相关研究的综合性提炼,另一方面

也是基于笔者对诸多案例的综合性概括。 当然这

并不是说,其他的因素不会影响村民群体性活动的

产生、演进和结果。 本文只是强调,利益—精英—
信任这一框架或许抓住了最主要也最普遍的要素。

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在这一分析框架

中,利益是基础,精英是主导,而信任是活动成败的

一大关键。 这是从总体上说的。 而具体地说,就利

益而言,需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村民群体性

活动自身得以产生的利益性质,利益性质决定村民

的关注度、参与度和活动过程的紧张感;其二,要考

察村落中村民个体利益与村落共同利益之间的关

联方式,有强烈关联的利益基础,群体性活动更容

易产生并成功;其三,村民作为整体所关注的利益所

处的外部利益框架,即国家(尤其是基层政权)和自

生精英的利益是否具备总体上的一致性,如果具有

一致性,则更具备成功的可能,如果依然不能成功,
则存在其他的原因。 这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可以归

入前面所提到的国家与村落的衔接状况中去。
就精英而言,首先,对群体性活动的组织和推

进来说,精英尤为关键,这要放到村落空间去看。
其次,是精英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 最后,是自然

精英与正式精英之间能否实现一体化和非零和博

弈式的积极互动,这一点决定了精英功能的最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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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从而直接影响到村民群体性活动的结果。
就信任而言,自然包括村民之间的信任,以及

村民对精英的信任。 村民之间的不信任在村落中是

很普遍的,因而更需要以他们对精英的信任来克服

集体行动的困境。 影响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进展尤其

是其结果的,一是村民的信任结构,二是村民能否信

任自然产生的各类精英,三是村民之间的信任度。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分析框架具体化,也

就是总结出几种群体性活动的类型。 这里主要看

利益—精英—信任的传递和搭配状况。 从大的类别

上,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主要可以区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类,无利益相关,有精英有信任的群体性

活动,这类活动有,但不多。
第二类,有利益相关,但无精英也无信任,这往

往是集体无行动,或者是乌合之众意义上的短期聚

合,一般没有产出。
第三类,有利益相关,有精英也有信任,这种状

况下,村民群体性活动往往可以有效展开并取得一

定的效果。
第四类,有利益相关,有精英但无信任,包括村

民之间极度不信任和村民极度不信任精英,这一类

的群体性活动可以展开并推进,但推进到一定的时

候就会止足不前,同样也多没有产出。
从笔者所做的村落调查和所组织的村落调查,

还有看到的经验材料,村民群体性活动基本上没有

超出以上的四大类。 进一步的分析就涉及到利益

性质、精英结构、身份来源以及信任结构等。 结合

具体的案例,我们可以在精英—利益—信任的分析

框架下把研究作得更细致。 比如,分配型利益比发

展型利益更容易引发群体性活动,但其内在的冲突

性和紧张感客观上更需要精英的权威,如果没有相

应的精英,反而比发展型利益引发的群体性活动更

难成功。 这样的分析思路可以深化我们对村落政治

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拓展集体行动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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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Elite and Trus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Villagers忆 Group Activities

LIU Wei

(1.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Different forms of villagers忆 group activities occurred in rural areas of China,whose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The specific logic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ut鄄
come of the activities can be interpreted with the analytic framework of “ interest,elite and trust冶 . The lack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villagers忆 group activities especially those concerning the village忆s public affairs is mainly
due to the problem existing in a certain link of the “ interest,elite and trust冶 chain. The “ interest,elite and
trust冶 framework can be employed not only as a common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various forms of villagers忆
group activities,but also as a foundation for comparing villagers忆 group activities.
Key words:Villagers忆 Group Activities;Analytical Framework;Interests;Elite;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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